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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作家》是一部由美国华裔作家哈金所撰写的非小说。在书中，哈金将其对于流散作家生活

和创作的本体论问题放在整个流散文学的传统之中进行探讨,试图界定流散文学与本民族和所在国

历史、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及其在整个世界文学发展中的位置和流变，并试图形成一个体系和语法来

阐释那些非传统意义的民族文学和移民文学。

首先，哈金声称很难区分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而且这样的区分无甚必要，因为对一个作家国籍

的考量永远是次要的。事实上，学术界也倾向于将二者一并称为流散作家。因为不同原因造成的移

民、流放以及难民处境从根本上讲都是一种流离失所。流散者指的是任何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从一

种语言迁移的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化迁移到另一种文化的人。更有甚者，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提出

20世纪西方文学这一整个类型，都是“域外”的，是一种由流亡者书写的和关于流亡者的文学。他解

释到在一个造成这么多无家可归者的准野蛮文明中从事艺术创作的那些人，本身也都是无栖身之所

的诗人和跨越语言的流浪者。古怪、高傲、怀旧、刻意地不合时宜……。莱斯利·阿德森则从人口学和

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提出，移民文学指代任何在移民时代所书写的作品，它不仅仅是移民作家的专利。

可以说，来自于不同背景的作家从不同的视角来展现流动和变革中的人和社会生活的作品在某种程

度上都是移民文学。因此,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流亡（移民）时代，试图回答关于流散作家和他们创作的

本体论的问题对于整个文学和艺术有着急迫的意义。

米兰·昆德拉将移民和流亡作家的处境比喻为“在钢丝上行走”。失去了语言和族群的安全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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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的生活好比在危险的高度艰难地保持平衡。他立于摇晃的桥上，新的环境还很陌生，过去的世界

已经进入想象当中。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无所归属的地带”，一个差异、偶然和不可预测性的策动地，

所有用来指认移民作家身份和叙事类别和意义的符号都处于一种“阈限”状态。

根据维克多·特纳的论述，阈限的状态描述一种中心和边缘的动态空间关系,它是一个向混沌敞

开的、“非构建的，无边和无限的”社会空间；它逃脱了中心和通常来定位文化空间中的位置和状态的

网络以及非此即彼的对立模式。这种阈限状态一方面使流散者陷入悲惨的境地，但同时也赋予了他

们得天独厚的优势。萨义德说：“大多数人只存在和意识到一种环境、一种文化和一个家园，而流散者

存在于和意识到至少两种。”，艾德维志·但提凯特在《危险的创作：移民作家的工作》一文中提出“移

民作家的优势在于两个国家不得不在你身上融合，你出生时使用的语言和你死时可能讲的语言没有

其他的办法，只有在你的头脑中找到一块兼容之地，并相互融和。这些变化，正如特纳所言不仅是知

识上和认识上的，更重要的是一种“存在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游离于两个体系的阈限地带，移民作家对于前文化中心的政治影响微乎其微。然而，

在艺术上和思想上，他们的力量非但没有被削弱，而且还得到了强化。在前中心文化之外，流亡作家

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民族或地域叙述的可行方案和多重角度。通过推进和重新界定本民族文学和所在

国文学的边界，这些移民作家试图超越他们作为移民的边缘身份，超越萨义德所描述的充满痛苦、思

乡、错位和丧失的写作模式，打破历史传统的一致性传递和完整的族群意识，将各种经验，思维习惯诗

意地揉入小说当中，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来弥合和治愈由流散所带来的创伤和嫌隙，讲述复杂的文化

状态和人类更普遍的心理和感情。

1. 作者的阈限空间

《移民作家》的第一章“部落代言人”围绕移民作家的身份、社会责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纠葛

展开，试图回答“谁在说话？作为谁说话？他的地位和责任？他如何获得叙述的权利？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针对移民作家的身份和责任的问题，作者认为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作家总是倾向于以社会功

能来定义自己，因为他们从小所接受的集体主义教育使得他们对于逃离祖国和同胞背负内疚感，而

且，他们通常将流散生活看成是迫于无奈的短暂逗留，因而，他们自然而自觉地担当起为留在母国的

被欺凌群体代言，保存那些没有声音的人们的记忆的责任。然而，实质上，哈金认为，这种社会担当并

无坚实的根基，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他以索尔仁尼琴、林语堂和奈保尔为例，指出在社会责任与

艺术创作之间，作家必须选择忠于自己的艺术，因为就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而言，文学对于社会变革

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其次，就文学作品的价值而言，只有那些穿越历史和政治屏障直抵人心的作品

才能进入经典，任何附加的历史和社会维度只能损害作品的艺术价值。再者，寻找或充当代言人实质

上等同于把具有分歧的经验和思想统一起来；同时将群体和艺术视为道德意识形态或民族文化的工

具。一个受到此角色摆布的人无法直接和具体地去经验，也不能回过头对这些经验自由地反省和表

达。其作品也丧失了灵活多变和深奥的可能性。这一角色的存在使得任何关于性别、族裔、历史、灾

难的叙事都容易陷入先入为主的话语，使得任何个人风格都变得虚伪做作。

在《对流亡的自省》中，萨义德认为詹姆斯·乔伊斯的流亡是一种自觉的抵抗和缺席，因而成为创

作力量的源泉。他说“乔伊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挑起一场与爱尔兰的争吵，然后把这场争吵的

活力保存起来，以便维持最苛刻地反对熟悉的事物，以巩固他的不妥协和重申他自愿缺席的正当性。”

纳博科夫曾经提出“非典型流亡者”的概念。即一个对任何文化、集体形态或政治生活保持怀疑，远离

派系和流亡者组织的文学生活的独立的流散者个体。也正是由于这种自觉的疏离，纳博科夫的小说

曾被批评为对形式过于关注，反而无视了内容，缺乏深度，而且缺少一种流亡生活的绝望和进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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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书写，或者说融入一种集体的对流亡苦痛的诉说和对国内政治进行批判的诉求（徐庆全）。这

种概念化和形而上的“典型流亡者”，按照皮特·霍沃德对于后殖民理论和文本的分类，是一种“特定

的”角色，而非“特别”的角色。在《绝对后殖民：》一书当中，霍沃德对于“单一的”、“特定的”和“特别

的”文本进行了区分。“特定的”是一个被动和客体化的形容词，它描述一种被强加的关系，将个体看成

是由某种内在的、不变的种族、性别、民族、文化、精神的特质所决定的，将本质上不同的文本简单化地

放入一个被贴了标签的篮子里，并提供给读者如何去阅读它们的指导。“特定的”关系和功能更像是一

个胁迫性的机制，迫使文本意义趋同。与此相反，“特别的”是一个积极的形容词，它强调主体在政治

和道德选择中的自主性，抵制根据某种文化话语（后殖民、女性、流亡的话语）存在、流传和起作用的特

征预先定义文本的意义。而所谓“单一的”文本是那些完全去除外部能指的，封闭自足的文本。因

而，纳博科夫的“非典型的流亡者”是一种“去特定化的”特别的主体，他的身份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

矛盾的、暂时的，依照环境变化的状态；“非典型”流散文学应该是一种“去特定化”的、自由的书写，它

讲述的是个体的真诚体验，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与随着新的生存条件、环境和新的文化社会形态而不

断修正的自我意识相结合的产物。

一个移民作家不必为着整个民族代言，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叙述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权利。移民

和流亡作家被质疑最多的是他们远离其笔下的人民，没有真实地参与他们的生活。对此，哈金辩驳

道：“但丁并不需要回到佛罗伦萨才写出《神曲》，乔伊斯也不需要回到都柏林才写出《都柏林人》。文

学本身是一个作家的真正合法的护照，其作品的艺术性是作家的唯一评判标准。事实上，在当下，全

球化的进程使得这种游牧式的写作成为一种新兴和合理的模式。居住在日本的英国作家大卫·皮斯

的《1977》等多部小说以英国约克郡为背景，展现了一幅幅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历史风情的画面。乔

治·赖明在伦敦创作了关于加勒比当代生活的小说《冒险的季节》。Iva Pekárková'的《给我钱》是一部

关于在纽约开出租车的捷克妇女的小说，小说在捷克出版，而当时作者本人居住在美国。再回到捷克

之后，她将小说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随后她移居英国。

因此，在移民文学中存在一个悖论的事实：流亡、移民和其他全球化进程的流动性和多样性反而

使得写作本身减弱了差异和等级的层面，超越了此时和此地的情境、增强了抽象和虚拟的层面。以叙

事结构为例，真实的作者作为差异性主体的功能被文本中虚拟的陈述主体所取代。陈述的主体在文

本内部，它所遵循的规则是秩序的规则，而非文本外的因素，它带来的是再铭刻和眷写的可能性，而非

局限的可毁灭的个体性。这个叙述的主体将想象与记忆结合起来，且与叙述的内容保持距离，这样，

陈述的可行性并不取决于作者和他所说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或者和历史真实的关系，不会因为作者个

体的身份和空间的改变而受到损害。

2. 语言的阈限空间

流亡作家常被指责为背叛。他们未能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更有甚者，他还抛弃

母语用英语写作。这种语言的背叛是移民作家背叛祖国的最后一步。对此，很多移民作家都进行了

自我辩驳。卡马拉·达兹，一个使用马拉雅拉姆语和英语写作的印度裔女作家,声称她使用的充满“可

笑、扭曲、怪异”词汇和结构的“半英语、半印度语”的语言是诚实的，是可以表达她的渴望和快乐的独

一无二的、活生生的语言。自称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基督徒的小说家安东·沙马思一直坚持以犹太语而

非母语——阿拉伯语写作，因为他认为一个作家不能使用他热爱的人们能听懂的语言来书写他们的

故事，否则他就失去了写作的自由。布罗茨基曾断言当一个作者使用非母语写作时，他要不是出于生

计，像康拉德；要不就是出于野心，像纳博科夫；再或者是为了陌生化的效果，像贝克特。而这三种动

机无疑都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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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使用非母语写作的动机如何，它不可避免地重塑作者的身份、书写的方式以及他书写的过

去。哈金在一篇访谈中也坦陈这一点。在《移民作家》中，他通过分析纳博科夫的小说《普宁》和澳大

利亚作家、诗人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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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流散作家的政治倾向和批判功能不是迫于社会的要求，而是出于历史叙事自身结构的需要

和一种对抗历史失忆的欲望，而且这种记录不是编年的再现，不是严格地恢复历史原貌（因为历史话

语的存在从来都无法排除空缺），而是聚焦于个体和主观经验的历史证词，凭借的是记忆去除了表象

和具体性的非理性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流亡作家如果不能与过去保持一种创造性和感性

的联系的话，他只会沦为苍白的记录者。叙述的语言并不是透明的介质，而是充满了虚构性的重构。

这种创造性的视野可以颠覆官方的历史叙事，可以使“不在”成为真实的存在，使民族和历史的创伤更

加真实地在场。在这种叙事当中，过去并没有被淹没，而是被重新展现。

在书写《移民作家》的过程中，哈金在思想上完成了一个从身份焦虑和寻求回归到最终拥抱悬置

的身份和无根状态的转变。这转变使得一个移民作家能够警觉地归属于两种或多种身份，以灵活的方

式与各种文化情境和文本发生关系，拓展民族文学和语言的疆界，开辟一个同时包含过去，现在而未来

的空间；在去除宏大历史和民族话语的同时，又在当下的主流文化中重建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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